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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生态产品兼具公共生态服务、资源权益和经营利用等属性,其价值实现面临公共性强、权属关系复杂、

市场转化困难和收益反哺不足等问题。 为解释水生态功能如何在生态安全约束下,形成可配置、可融资、可运营

并可反哺保护的制度化价值实现过程,本文从政府—市场协同视角出发,以山东、广东两省实践为比较案例,分

析规则供给、市场转化与收益反哺之间的作用关系。 研究发现,山东路径以价值核算、资源归集、权益配置和绿

色金融为主要抓手,呈现出规则供给驱动特征;广东路径则依托绿色水经济、社会资本参与和消费场景培育,更

突出市场运营驱动逻辑。 两类路径表明,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政府通过规则供给明确生态边界和

权利安排,为市场进入创造条件;市场依托资本投入与专业运营形成稳定收益,并通过制度安排回流至河湖管

护、生态修复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从而推动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持续运行。 本文深化了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中政府—市场协同关系的理解,并为不同资源条件和市场基础地区构建差异化价值实现路径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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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ecological products have multiple attributes, including public ecological services, resource rights, and

operational use. Their value realization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strong publicness, complex rights relations, difficult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insufficient benefit feedback. To explain how water ecological functions, under ecological

security constraints, can form an institutionalized value realization process that supports rights allocation, 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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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nd protection feedback, this paper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market coordination and takes the

practices of Shandong and Guangdong as comparative cases. It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rule supply, market

transformation, and benefit feedback.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Shandong pathway relies mainly on value accounting,

resource integration, rights allocation, and green finance, reflecting a rule-supply-driven pattern; the Guangdong

pathway, by relying on the green water economy, social capital participation, and consumption scenario cultivation,

highlights a market-operation-driven logic. The two pathways indicate that value realiz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products

depends on government rule supply to clarify ecological boundaries and rights arrangements and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market entry; market actors generate stable returns through capital investment and professional operation; and related

returns are channeled back, throug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to river and lake managem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improvement. In this way, the value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products can operate on a

sustained basis. This paper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government-market coordination in the value realiz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constructing differentiated value realization pathways in regions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market foundations.

Key words:water ecological products;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government-market coordination; rule

supply; market operation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制度安

排[1]。 近年来,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完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已由理念倡导和地方探索进入机制完善

与实践深化阶段。 各地实践也逐步从生态修复、
生态补偿等基础性工作,延伸至资源配置、市场转

化和收益回流等具体环节[2]。 这一变化表明,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点已不只是生态资源保护本

身,而是需要进一步协调保护责任、市场转化和收

益回流之间的关系。
水生态产品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类

型。 与森林、农田、草地等生态产品相比,河湖水

系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外部性和上下游空间关联

特征,其自然边界与行政边界往往存在空间错位,
使得保护责任、受益范围和经营收益之间难以形

成完整的对应关系[3]。 一方面,水源涵养、水质净

化、洪水调蓄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功能关系公共

利益和生态安全,受益主体范围较广,保护成本与

收益分配权属不清晰,难以完全依靠市场价格形

成稳定供给;另一方面,在水生态治理成效较为稳

定、生态安全边界较为清晰的前提下,优质水资

源、部分水域岸线资源以及依托河湖治理形成的

滨水空间,也具有一定经营转化潜力,可以通过权

益配置、绿色金融和产业运营等方式形成收益。
由此,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也面临公共性强、权属

复杂、市场转化困难和收益反哺不足等问题。
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难点,并不在于是否

承认河湖生态资源具有价值,而在于如何在生态

安全约束下,将水源涵养、水质净化、洪水调蓄等

难以排他的公共生态功能,转化为权责清晰、收益

稳定、反哺明确的制度化价值实现过程。 在现实

实践中,部分地区对河湖生态价值的识别和评价

仍不充分,价值核算结果也未能有效支撑项目谋

划、权益配置和政策支持,导致生态价值难以进一

步纳入融资支持和项目运营过程[4]。 与此同时,
水域岸线利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等权益安排仍

需规范,生态价值向融资信用和经营收益转化仍

缺少稳定的权责基础和收益依据。 一些地方在水

生态产品开发中更重视项目建设和短期收益,对
生态承载力、收益分配和后续管护关注不足,容易

造成河湖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5]。 因此,
这一过程既不能简单依靠政府财政补偿,也不能

完全交由市场自发开发,而需要进一步明晰政府

规则供给、市场收益形成和经营收益回流之间的

作用机制,明确水生态价值由生态功能转化为现

实收益并反哺保护的实现路径。
既有研究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重要理

论基础和经验参照[6]。 从研究脉络看,价值核算

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础环节,已有文献围绕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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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标准测算展开,强调通过价值评价提高生态保

护收益的可见性及其政策应用能力[7 - 11]。 在此基

础上,权益配置研究进一步关注生态资源确权、权
益流转、交易规则和收益分配等问题,认为稳定的

权利安排是生态资源进入市场体系的重要前

提[12 - 14]。 随着地方实践从价值识别转向收益形

成,绿色金融、数字技术、产业融合和消费场景培

育等市场运营议题进入研究视野,学界多认为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需要价值识别,也需要资本

支持、供需匹配和产业承载[4,15 - 18]。 围绕政府与

市场关系,现有研究则从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多

主体协同等角度出发,辨析不同主体在生态产品

供给、交易、运营和收益分配中的角色定位[13 - 14]。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已经从价值核算、权益配置、
市场运营和主体协同等方面揭示了生态资源由生

态功能转化为现实收益的基本条件。
针对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研究已从价

值量化、水生态银行、流域机制、横向生态补偿和

市场化供给等方面展开讨论[19 - 24]。 这些研究为

理解水生态价值识别和制度转化提供了重要基

础,但由于水生态产品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流动

性、流域关联性和治理复杂性等特征,其价值实现

无法套用一般生态产品的制度经验。 就已有水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相关研究而言,仍存在三个方面

的局限:其一,相关研究较多关注水生态产品“价
值如何核算”,但对核算结果如何进入权益配置、
金融授信和项目运营等过程的讨论仍显不足;其
二,现有文献多关注生态补偿和产业开发等实现

方式,但对不同方式在政府规则供给与市场收益

形成之间的衔接作用,解释仍不充分;其三,关于

流域上下游补偿、跨区域协作和水生态保护责任

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但对经营收益如何稳定

回流至生态保护过程,仍缺少系统分析。
基于上述不足,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第一,以水生态产品为研究对象,分析

其从生态功能识别、资源权益配置至经营收益形

成和收益反哺的价值实现过程,进一步突出水生

态产品不同于一般生态产品的转化特征;第二,构
建“规则供给—市场转化—收益反哺” 的分析框

架,重点阐释政府规则供给如何降低资源权属、交
易对象、收益归属和保护责任方面的不确定性,市
场运营如何在明确规则下形成相对稳定的现金

流,以及经营收益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回流至生态

保护过程,从而防止生态保护责任被经营收益替

代,深化对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政府—市场协

同机制的理解;第三,通过山东、广东两省实践案

例比较,归纳出规则供给驱动和市场运营驱动两

类实现路径,解释不同资源治理任务、权益配置需

求、市场基础和产业条件下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的差异及适用条件,并揭示收益反哺生态保

护的实现要求,为不同地区分类推进水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提供经验参照。
一、分析框架:规则供给、市场转化与收益反哺

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涉及公共生态功能的

保护,也涉及资源权益、资本进入和经营收益的形

成。 由于水生态产品难以完全依靠市场价格自发

实现价值转化,也不宜简单依赖政府财政补偿长

期维系,因而需要在政府规则供给与市场运营之

间形成有效协同。 该协同过程需要围绕核心机

制、关键环节和基本条件展开:核心机制在于政府

通过规则供给提供市场进入条件,市场通过组织

运营形成现实收益,收益再通过制度安排回流至

水生态保护过程。 具体来看,水生态产品的生态

边界、权利关系和收益归属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和

复杂性,单纯依靠市场主体难以完成识别和确认,
政府规则供给因而成为降低市场进入不确定性的

重要前提。 在规则边界相对清晰的基础上,市场

主体通过项目组织、场景运营和专业管理,将水生

态价值转化为相对稳定的收益来源。 收益反哺机

制则将收益形成与生态保护责任相连接,使价值

转化不止于交易、融资或项目开发,而是进一步回

流至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关
键环节包括价值识别、权益配置、资本进入、收益

形成和收益反哺;基本条件则包括生态安全边界

清晰、权利安排稳定、收益来源明确以及监管与反

哺机制有效。 基于上述分析,水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可以理解为政府规则供给、市场收益形成和收

益反哺相互衔接的制度化过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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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府—市场协同分析框架

　 　 (一)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对象范围与成立

条件

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首先需要明确分析对

象。 本文所讨论的水生态产品,并非所有与水资

源相关的开发利用活动,而是依托河湖生态功能

和资源权益,在水生态治理成效基础上实现价值

转化的产品与服务[19]。 根据价值来源和实现方式

不同,水生态产品大体可以包括三类:一是公共生

态服务,主要包括水源涵养、水质净化、洪水调蓄、
生物多样性维护等功能,其价值主要体现为公共

利益和生态安全,需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生态补

偿和绩效评价等方式实现[25 - 26];二是资源权益型

产品,主要包括取用水权、水域岸线利用权、经营

权和收益权等,其价值实现依赖于清晰的权利边

界、交易规则和收益分配安排,并以此构成水生态

产品由公共生态功能进入市场转化过程的权利基

础[27 - 31];三是经营场景型产品,主要包括依托河

湖治理成果形成的文旅康养、水上运动、优质水利

用和水文化体验等,其价值实现依赖于产业运营、
消费需求和社会资本参与[3,17 - 18]。

其中,经营场景型产品并不等同于一般滨水

商业开发。 滨水旅游、水上运动、休闲康养和优质

水利用等业态纳入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范畴,必
须以河湖治理成效、水环境改善和滨水生态空间

品质提升为价值基础,并在水域岸线和滨水公共

空间保持公共属性的前提下,通过合同约定、管护

责任、绩效考核或专项资金等方式,将相关收益回

流至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
如果相关活动主要依赖区位开发和商业空间经

营,缺少生态改善的增量贡献、公共利益保障和收

益反哺约束,则难以体现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制度内涵[21,32]。
因此,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是单一的价值

核算、项目开发或财政补偿过程,而是在生态安全

约束下,将公共生态服务、资源权益型产品和经营

场景型产品纳入统一制度安排的价值转化过程。
公共生态服务重在通过补偿、监管和公共服务供

给保障其持续性;资源权益型产品重在明确权利

边界和交易规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经营场景型

产品则需要在生态承载力约束下引入社会资本和

产业运营,并建立收益反哺与风险监管机制。 不

同类型水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方式不同,但均需

要在规则供给、市场转化和收益反哺之间形成

衔接[13 - 14]。
(二)政府—市场协同的核心机制

水生态价值转化中的政府—市场协同,既非

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简单叠加,也非在政府主导和

市场主导之间作单向选择。 水生态产品公共属性

较强、权责关系复杂且受生态安全约束,单纯依靠

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生态边界、权益安排和保护责

任等问题,而仅依靠财政补偿和行政推动,也难以

持续激发经营主体参与资源运营、资本投入和收

益形成的动力[25 - 29]。 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

应被视为替代关系,而应理解为嵌入同一价值转

化过程中的协同关系,其重点在于通过规则供给、
市场转化和收益反哺之间的衔接,形成水生态价

值持续运行的制度条件。
在此过程中,政府主要承担制度供给和底线

约束功能。 水生态产品并非单一经营性资源,其
市场转化往往涉及生态边界、资源权属、运营权

限、收益归属和保护责任等多重关系。 如若这些

关系缺少清晰规则,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就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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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进入边界、收益预期和风险责任。 政府通过

生态边界划定、产品清单编制、权利规则设置和监

管要求明确水生态资源进入市场的范围、权利形

态和责任边界,为市场主体参与交易、融资和运营

提供稳定预期。 制度供给的作用在于降低资源权

属、收益来源和监管要求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使河

湖生态价值能够在规则清晰的条件下进入市场转

化过程[30]。 与之相对应,市场主体主要通过权益

配置、资本进入和场景运营等方式,推动水生态价

值由潜在形态转化为融资能力、经营收入和服务

收益[4,16 - 18]。 这种经营转化不是对河湖资源的简

单商业开发,而是在生态安全和公共利益约束下,
通过项目组织、专业运营和服务供给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与收益生成能力。 只有当水生态价值进入

具体项目、消费场景和运营过程,才可能形成较为

稳定的现金流和偿还来源,并进一步支撑绿色金

融、社会资本和持续管护投入。 因而,市场运营必

须建立在清晰的权利安排、稳定的收益预期和明

确的生态约束之上,水生态价值才能从核算结果

进一步进入交易、融资和项目运营过程。
收益反哺机制是连接收益形成与生态保护持

续性的关键环节。 水生态价值转化不能停留在一

次性交易或项目建设层面,其经营收益与金融支

持需要通过制度安排重新进入生态管护和公共服

务改善过程,进而转化为持续性的生态保护能力。
绿色金融和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如果只关

注资本进入和收益形成,而忽视收益再投入,则难

以增强生态保护的持续性[22,32]。 缺少收益反哺安

排,相关实践容易偏向短期项目开发,生态价值也

难以转化为稳定的保护投入;缺少生态安全约束,
市场运营又可能对河湖生态系统承载力造成压

力。 而收益反哺则能够将经营收益与保护责任重

新连接起来,防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演变为单

纯追求项目收益的开发活动。 因此,收益反哺不

仅是收益形成之后的后续安排,更是约束市场开

发方向、保障生态保护持续投入的关键机制。
由此,政府规则供给、市场组织运营和收益反

哺机制,共同构成水生态价值转化中的政府—市

场协同机制。 政府的制度安排通过明确生态边

界、权利关系和监管要求,为市场参与提供稳定预

期;市场运营则通过资本投入、项目组织和服务供

给,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相对稳定的收益来源;收益

反哺机制进一步将经营收益重新导入河湖管护、
生态修复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 只有当规则供给

能够降低市场进入的不确定性,市场运营能够形

成现实收益,相关收益又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回流

至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水生

态价值转化才能逐步转向长效运行。
(三)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

水生态价值从生态功能转化为现实收益,需
要在价值识别基础上明确资源权利边界,通过资

本进入和项目运营推动收益形成,并将经营收益

重新导入河湖保护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
价值识别是起点,主要解决水生态功能难以

识别、难以计量和难以比较的问题。 河湖生态价

值核算、生态产品清单和数字化监测,可以将原本

分散、隐性和难以比较的生态功能转化为较为清

晰的价值信息[19,33 - 34]。 这一环节需要政府推动,
但其结果不能停留在核算报告层面,而应进一步

服务于后续价值转化环节[35]。 权益配置是水生态

产品进入市场的制度前提。 水生态资源如果缺少

清晰的权责关系,就难以成为可运营、可融资的对

象。 通过水权交易、经营权安排、收益权配置和生

态银行等方式,可以使部分水生态资源转化为市

场主体能够参与的运营对象[27 - 31]。 资本进入是

生态价值转化为现实项目的重要支撑。 在价值评

价、权利安排和收益来源相对明确的基础上,绿色

金融和社会资本才能进入水生态治理与绿色水经

济项目,为后续经营活动和保护投入提供资金条

件[36]。 收益形成是市场转化能否成立的关键。 水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依托产业运营、项目经营

和消费场景培育形成相对稳定的经营收益。 收益

反哺是价值转化持续运行的重点,其实质是通过

制度安排,将价值转化形成的增量资金回流至水

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37]。 只有形成稳定

的回流渠道,市场运营所产生的收益才能转化为

持续性的保护投入。
因此,水生态价值转化的完整过程,应当是在

政府规则供给形成制度条件的基础上,以价值识

别明确资源价值,以权益配置稳定权利关系,并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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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资本进入和市场运营形成现实收益,最终推动

经营收益回流至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
(四)协同运行的基本条件

水生态价值转化从地方探索走向稳定运行,
还需要具备相应的制度保障条件。 首先需要以清

晰的生态安全边界作为基本保障。 河湖水系兼具

安全保障、生态服务和空间利用等多重功能,相关

开发利用不能突破水安全、生态安全和防洪安全

底线。 只有在安全边界相对明确的条件下,市场

主体才能形成稳定预期,并在可承载范围内参与

资源利用与场景运营。 与此同时,水生态资源往

往涉及取用水、岸线利用和经营收益等多重权利

关系,若权利归属、使用规则和收益分配安排不

清,价值核算结果就难以进一步进入交易、融资和

运营过程[27 - 31]。
稳定的收益来源是水生态价值转化持续运行

的另一项基础条件。 水生态产品不同于一般经营

性资源,单纯依靠财政补偿难以形成持续投入,仅
依靠市场开发又可能弱化生态保护目标。 这意味

着收益和资本投入需要与具体项目、运营场景及

保护责任相匹配,避免价值核算与实际现金流之间

出现脱节。 收益形成之后,还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回

流至生态管护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以避免生态价

值转化停留在资本进入和项目收益层面[32,37 -38]。
基于此,清晰的生态安全边界、稳定的权利安

排、明确的收益来源和有效的监管与反哺机制,共
同构成水生态价值转化稳定运行的制度条件。 只

有这些条件形成持续支撑关系,才能推动水生态

价值转化由地方探索转向稳定运行。
二、案例选择、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山东、广东

两省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践作为分析对象。 案

例选择主要基于典型性、差异性和可比性三方面

考虑。 山东和广东均为沿海经济大省,具有较好

的治理基础和市场条件,两地均围绕河湖治理、水
生态价值转化和绿色发展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实践

探索,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同时,两省实践又呈现

出不同的牵引机制:山东承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等多重任务,其实践更强调价值核算、资源归集、
权益配置和绿色金融支持;广东依托珠三角和粤

港澳大湾区较强的消费市场、社会资本和滨水空

间运营基础,其实践更强调绿色水经济、产业运营

和消费场景培育。 二者具有共同的水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议题,但在规则供给和市场运营之间各有

侧重,为比较不同条件下政府—市场协同方式的

差异提供了案例基础。
本文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三类:一是政策文

件和公开资料,包括国家及地方关于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相关政策文本,用于把握制度背景和实

践方向;二是案例材料和调研资料,其中山东主要

依据课题组调研获取的《山东省河湖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有关情况汇总材料》,广东主要依据

《广东省绿色水经济发展白皮书》 (简称 “白皮

书”)及相关公开资料,两省案例涉及的相关数据

均引用上述资料;三是既有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
用于支撑案例分析和机制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
两省案例数据来源、统计范围和披露口径并不完

全一致,本文不以相关数据进行简单绩效排序,而
是将其作为识别价值转化起点、市场进入方式、收
益形成能力和收益反哺安排的经验证据。 在此基

础上,本文在比较案例研究中基于过程追踪思路,
将分析重点置于价值识别、权益配置、市场进入、
收益形成和收益反哺等环节的连续关系上,而非

对两省数据规模和项目成效进行直接比较,由此

阐释两类路径形成的条件及其作用差异。
在分析维度上,本文不以单一项目成效作为

比较重点,而是围绕水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运行

过程展开。 结合第一部分分析框架,后文将重点

考察四个方面:一是价值识别方式,侧重考察价值

核算、产品清单和资源调查对水生态价值呈现的

作用;二是权益配置和制度供给,着重分析资源归

集、权利安排、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为市场参与提

供条件的过程;三是市场运营和收益形成,重点讨

论绿色金融、社会资本、产业运营和消费场景在融

资能力和经营收入形成中的作用;四是收益反哺

安排,进一步考察经营收益、交易收益和金融支持

进入河湖管护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的条件。 通过

上述维度,本文将地方经验纳入机制分析框架,解
释不同地区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的原因

及其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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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东路径:规则供给驱动下的价值核算与

绿色金融

山东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特征,是以

政府规则供给推动河湖生态价值识别,并在此基

础上引导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参与价值转化。 与

依托消费场景直接形成经营收益的路径不同,山
东实践首先面临着河湖生态价值难以识别、资源

权益难以配置、治理投入难以持续等难题。 为此,
地方政府通过河湖生态价值核算、生态产品清单、
资源归集和交易规则建设,将原本分散的河湖生

态功能转化为较为清晰的价值信息,并为后续权

益配置和市场转化提供基础,之后通过生态银行、
水权交易和绿色金融等方式,推动水生态价值进

入融资和项目运营过程。 由此形成了以规则供给

为起点、以权益配置为支撑、以金融转化为重要路

径的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
在价值识别环节,山东首先通过河湖生态产

品分类、效益河湖评价和生态价值核算,建立河湖

生态价值进入后续转化过程的识别基础。 案例材

料显示,山东将河湖生态产品划分为物质供给、调
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并通过《河湖生态价值核

算技术规范》明确核算范围、指标体系和核算方

法,为不同类型河湖生态功能提供相对统一的价

值评价依据。 试点层面,山东选取淄博马踏湖、潍
坊潍河、济宁尼山水库、泰安汇河、德州马颊河和

滨州秦皇河等 6 个典型河湖开展生态价值核算,围
绕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 16 项核

算科目,核算河湖生态价值 79. 83 亿元①。 价值核

算在这一过程中不只是形成技术性测算结果,更
重要的是为资源管理、权益配置和金融支持提供

基础信息,使原本隐性的河湖生态功能具备进入

制度安排和市场转化过程的条件。
在价值核算基础上,山东进一步通过生态银

行、交易平台和水权交易等方式,推动河湖生态资

源进入权益配置和交易流转过程。 以枣庄市山亭

区为例,当地依托山东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和鲁南

生态银行,将 116 座水库等水生态资源纳入统一管

理和运营体系,总估值 269 亿余元,并围绕水权交

易、经营权出让和特许经营权出让等方式推动资

源权益流转,累计服务交易金额 14. 86 亿元。 潍坊

市则探索建立“水银行”,将节约或闲置取水权、市
级预留外调水指标等进行整合收储,运行 3 个月储

备水权 1. 05 亿立方米,完成水权交易 1 148 万立

方米。 上述实践表明,山东路径中的生态银行和

水权交易并不只是单项交易工具,而是通过资源

归集、权利安排和交易规则,将分散的河湖、水库

和取用水权益纳入相对稳定的制度过程,使水生

态价值能够从核算结果进一步进入资源配置和市

场流转环节。
绿色金融是山东路径中连接权益配置与资本

进入的重要环节。 水生态治理和河湖管护通常具

有投入规模大、收益周期长、现金流形成较慢等特

点,仅依靠财政资金难以满足持续投入需求,绿色

金融因而成为缓解生态项目融资约束的重要工

具[4,16]。 山东通过“水权贷” “生态贷”等金融工

具,将水生态资源价值、权利安排和项目收益预期

纳入授信依据,推动核算结果向融资能力转化。
相关案例显示,山亭区在水生态资源归集和生态

银行建设基础上获得金融支持 118 亿元;泰安市参

考汇河生态价值核算报告,对群将湖水库扩容和

群将湖水厂建设项目发放贷款 1. 3 亿元,资金专项

用于水源地保护与供水设施升级;峡山区则以用

水权、渔业经营权等为质押,办理 18. 2 亿元“水权

贷”和 13. 7 亿元“生态贷”,贷款资金用于峡山水

库生态治理和保护。 据此,绿色金融在山东路径

中的作用在于将价值核算结果、权益配置安排和

项目收益预期有效连接,使河湖生态价值能够进

入信用评价和资金配置过程,并进一步服务于水

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改善。
总体来看,山东路径的机制逻辑在于以政府

规则供给降低市场进入的不确定性,之所以更偏

向规则供给和绿色金融,是因为其资源治理任务

较重、权益配置需求较强,水生态价值需要先经过

核算评价、资源归集和权利安排,才能进入交易、
融资和项目实施过程。 价值核算使河湖生态功能

具备可识别、可比较的价值表达,生态银行和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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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使分散资源进入较为稳定的权益配置过程,
绿色金融则进一步将价值信息和权利安排转化为

融资能力。 若缺少价值核算、资源归集和交易规

则建设,分散的河湖、水库和取用水权益就难以形

成金融机构可识别、可评估、可授信的对象,绿色

金融也容易停留在政策倡导层面。 对于公共属性

较强、直接经营收益形成较慢的水生态产品而言,
这一路径的意义在于通过规则供给、权益配置和

金融支持之间的衔接,为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参

与水生态治理提供相对明确的制度条件。 其进一

步完善的关键,在于价值核算和金融授信不能停

留在估值、授信和融资环节,而需继续进入项目运

营、现金流形成和收益反哺过程。 只有生态银行

等制度工具形成的资金支持能够稳定回流至水生

态保护与公共服务改善,山东路径才能由阶段性

探索走向长效运行。
四、广东路径:市场运营驱动下的绿色水经济

与消费场景

广东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特征,是在

河湖治理成效和滨水空间资源基础上,通过绿色

水经济推动水生态价值进入产业运营和消费场

景。 与山东更强调价值核算、权益配置和金融转

化不同,广东实践并不是首先将水生态价值转化

为授信依据或融资能力,而是依托较为密集的河

湖水系、优质水资源、水文化资源和湾区消费市

场,将水生态治理成果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企业

能够经营的产品和服务。 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主要

承担规划引导、生态约束、试点组织和服务监管等

职能,市场主体则通过社会资本投入、业态培育和

专业运营形成经营收益。 由此,广东路径更突出

市场需求、消费场景和社会资本在水生态价值转

化中的牵引作用。
广东路径的形成,首先依赖于政府对市场运

营边界和发展秩序的制度供给。 绿色水经济并非

一般滨水商业开发,其前提在于河湖治理成效稳

定、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底线清晰。 相关项目的价

值实现意义,不能仅以旅游消费或经营收入衡量,
而应建立在水生态治理成效和滨水公共空间品质

提升基础之上,并通过运营责任、绩效约束或资金

安排,将相关收益回流至河湖管护和公共服务改

善过程。 若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区位开发或商业

空间经营,且缺少生态管护责任和收益反哺安排,
则难以体现水生态价值转化的生态增量和公共

属性。
白皮书将水经济界定为围绕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水文化及水域岸线空间保护和合理利用

形成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明确了市场运营的准入

基础与约束条件。 在此基础上,广东通过政策指

引、准入服务和底线监管,为水上休闲与滨水康养

等业态发展提供制度空间,同时对可能突破约束

底线的项目进行规制。 其意义在于,政府并不直

接替代市场经营,而是通过规划引导、准入管理和

过程监管,为社会资本进入水生态产品开发提供

相对清晰的边界和预期。 在市场运营层面,广东

围绕水上运动、水系旅游、滨水休闲康养和优质水

利用等业态开展“10 + 2”省级水经济试点,进而推

动水生态治理成果进入产业运营和消费场景。
2023 年 7 月—2025 年 6 月,全省水经济项目累计

投资约 120 亿元,其中社会资本投资约占 80% ,各
地谋划储备项目总投资超过 1 000 亿元,水经济产

业规模经评估约为 1 万亿元②。 社会资本高比例

进入以及后续游客量、运营收入的增长,表明广东

绿色水经济具有较强的市场需求支撑和收益形成

能力。 这说明广东路径并非单纯依靠财政投入推

动水生态治理,而是通过社会资本参与、消费场景

培育和产业链延伸,将水生态资源转化为可经营

的产品和服务。 与山东水生态价值主要通过核

算、确权和金融工具进入市场不同,广东更强调在

消费需求和产业组织中实现价值转化,使河湖治

理成果能够进入文旅、体育、康养、优质水利用等

具体经营过程。
从具体项目看,广东绿色水经济已经形成较

为明显的市场转化效果。 白皮书显示,2023 年省

级试点项目累计接待游客 1 100 万人次,运营收入

超过 3. 4 亿元;2024 年接待游客超过 2 400 万人

次,运营收入超过 8. 3 亿元。 佛山市顺德区桂畔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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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章广东案例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绿色水经济发展白皮书》(2025 年 8 月)。



水韵文旅综合开发项目依托碧道建设和水系连

通,形成滨水环湖游线,2024 年累计吸引游客1 600
万人次,运营收入超过 1 亿元;清远北江内河项目

通过收购游船、打造北江旅游航线和水岸特色休

闲空间,2024 年度吸引游客 22 万人次,实现运营

收入 3 200 万元。 上述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将河湖

治理形成的生态环境、滨水空间和文化资源转化

为游客消费、休闲体验和综合运营收益。 水生态

价值通过相关经营活动场景转化为现实收益,而
非以抽象核算结果出现。

广东绿色水经济的市场转化,主要依托河湖

治理成果和滨水空间资源,在生态安全底线约束

下,通过产业运营和消费场景培育形成收益来源。
部分项目通过投建管运一体化、特许经营和统一

运营等方式,将滨水空间开发与后续维护责任结

合起来,拓宽了河湖管护和公共空间维护的资金

来源。 以清远北江内河项目为例,其在水系旅游

运营过程中同步推进水面保洁、污染物收集处理

和电动游船更新,使市场运营对生态管护形成支

撑。 这说明,广东路径并不是简单扩大河湖空间

的商业利用,而是通过运营机制将水生态治理成

果转化为具有收益能力的产品与服务。
综上,广东路径的机制逻辑在于以市场运营

推动水生态价值的收益转化。 广东之所以更偏向

绿色水经济和产业运营,是因为其市场需求较强、
社会资本参与较活跃,滨水空间、优质水利用和水

上消费场景具有较好的运营基础。 政府主要通过

规划引导、生态约束和规制管理提供制度空间,市
场主体则依托资本投入、专业运营和消费场景培

育,将河湖治理成果转化为文旅、体育、康养和优

质水利用等现实收益。 若缺少较成熟的消费场

景、运营主体和社会资本参与,河湖治理成果即使

改善了水环境和滨水空间,也难以形成持续经营

收益;但若缺少生态边界、公共空间约束和收益反

哺安排,绿色水经济又可能滑向一般滨水商业开

发。 对于具备较好资源禀赋、市场基础和产业支

撑的地区而言,这一路径有助于缩短水生态价值

从治理成果到经营收益之间的转化距离。 其进一

步完善的关键在于,绿色水经济能否通过制度安

排将经营收益回流至水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改

善。 只有使制度安排、收益形成和生态保护相互

支撑,广东路径才能避免过度商业化和生态承载

压力,转化为更可持续的价值实现机制。
五、比较讨论:两种路径的差异、互补与适用

条件

通过对两省案例的比较可以看出,水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并不存在单一固定路径,其运行方式

往往取决于地方治理任务与市场条件的匹配程

度。 山东路径更偏向规则供给驱动,重点在于降

低生态价值进入交易和融资过程的不确定性;广
东路径更偏向市场运营驱动,重点在于借助绿色

水经济增强治理成果的收益形成能力。 两地差异并

不意味着制度能力强弱或路径优劣,而是体现出水

生态价值转化牵引机制的不同。 相关比较见表 1。
表 1　 山东、广东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比较证据表

比较维度 山东路径 广东路径 比较说明

路径定位
规则供给驱动,侧重价值核算、权益配置和绿
色金融

市场运营驱动,侧重绿色水经济、产业运
营和消费场景

牵引机制不同

主要数据
6 个典型河湖核算 79. 83 亿元;116 座水库估
值 269 亿余元;服务交易 14. 86 亿元

水经济项目投资约 120 亿元;社会资本约
占 80% ;2024 年运营收入超 8. 3 亿元

山东突出价值显化,广东突出
收益形成

政策工具
价值核算、生态银行、水权交易、水银行、绿色
金融

绿色水经济试点、业态指引、负面清单、
审批服务、投建管运

山东偏规则供给,广东偏运营
组织

市场主体 生态银行、交易平台、金融机构、用水主体
社会资本、文旅企业、体育康养企业、运
营企业

市场进入方式不同

收益形成 交易收益、融资支持和项目运营收益
游客消费、企业运营收入和综合服务
收益

山东偏融资能力形成,广东偏
经营收入形成

收益反哺 水源地保护、供水设施升级、水库生态治理
河湖保洁、公共空间维护、船舶污染治
理、电动游船更新

均需连接生态保护

风险约束 防止核算结果停留在报告或授信层面 防止绿色水经济演变为一般商业开发 均需生态边界约束

注:表中山东案例数据来源于课题组调研获取的《山东省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有关情况汇总材料》;广东案例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绿
色水经济发展白皮书》(2025 年 8 月)。

　 　 表 1 进一步说明,两类路径的差异并不表现为

价值实现水平的简单高低,而在于价值转化逻辑

的不同。 山东路径以规则供给为主要起点,通过

价值核算、资源归集和权益配置降低市场进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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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再借助绿色金融和项目实施推动水生

态价值进入转化过程;广东路径以市场运营为主

要牵引,通过河湖治理、场景培育和专业运营,将
水生态治理成果转化为现实收益。 两类路径的共

同点在于,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使政府规则

供给与市场收益形成相匹配,既要通过制度安排

明确生态边界和权利关系,也要通过市场运营形

成可持续收益,并通过收益反哺机制将经营收益

回流至河湖管护、生态修复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
避免价值转化停留在一次性交易、融资或项目开

发层面。
在此基础上,两类路径具有一定互补性。 山

东路径侧重价值识别、权益配置和资本进入,能够

为市场参与提供规则基础和融资条件;广东路径

侧重场景运营和收益形成,能够将水生态治理成

果转化为现实收益。 二者分别对应水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的前端规则供给和后端市场转化,共同服

务于收益反哺和长效运行。 因此,两类路径不是

相互替代的模式选择,而是政府规则供给、市场收

益形成和收益反哺机制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异化

组合。
两类路径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对应不同的地

区条件。 对于公共生态功能突出、权责关系复杂

且现金流形成较慢的地区,应优先强化规则供给;
对于资源条件较好、市场需求活跃且产业支撑较

强的地区,市场运营更容易形成收益;对于仍处探

索阶段的一般地区,则可从厘清产品清单和权责

边界入手。 由此,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宜在政

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之间作简单选择,而应根据地

区条件形成多环节协同推进的实现机制。
六、现实约束与政策优化

山东、广东案例表明,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

不再局限于单一生态补偿或个别项目探索,而是

逐步转向多环节协同推进的制度化实践。 但从两

地实践看,水生态价值转化仍处于制度探索和路

径完善阶段,其持续运行不仅取决于单个项目能

否形成收益,更取决于相关制度条件是否稳定。
因此,政策优化的重点不应停留在扩大试点范围

或增加项目数量,而应转向提升水生态价值转化

的制度衔接和持续运行能力。

从现实运行看,当前价值转化的主要约束并

不只是项目或资金不足,而是水生态价值转化全

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未能形成有效衔接。 山东案例

显示,价值核算、融资信用和实际收益之间可能存

在脱节。 河湖生态价值核算和绿色金融可以提高

生态价值的可识别性和融资可接受性,但核算价

值能否转化为稳定现金流,仍取决于后续项目运

营、收益形成和偿还来源安排。 若价值核算停留

在评价报告、平台交易或金融授信层面,其对长期

治理投入的支撑作用就会受限。 广东案例则表

明,产业收益、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改善之间可能

存在脱节。 绿色水经济能够通过消费场景和产业

运营形成经营收入,但相关收益能否持续进入河

湖管护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仍有赖于清晰的收

益分配、运营责任和监管安排。 此外,两地实践还

共同反映出,水生态价值转化涉及多部门、多区域

和多主体利益协调,若跨部门协作、流域统筹和收

益分配衔接不畅,水生态价值转化全过程的连续

性便难以维持。
在市场化推进过程中,还需要防止水生态价

值转化偏离生态保护和公共利益目标。 规则供给

型路径若过度依赖工具化推进,容易出现核算价

值与真实现金流脱节等问题,使价值实现停留在

估值、授信和融资层面。 市场运营型路径如果过

度强调消费型业态开发,则可能弱化基本安全约

束,甚至造成公共水域资源被少数经营主体占用,
形成事实上的“私有化” “半私有化”或“俱乐部

化”倾向。 水生态产品不同于普通经营性资源,其
价值转化必须同时回应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收益

形成和公众共享要求。 因而,无论采取哪类路径,都
需要将公共性约束和全过程监管嵌入市场化过程,
避免价值转化偏离水生态保护和公共服务目标。

基于此,政策优化应在分类推进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制度安排。 对于类似山东的规则供给型地

区,应重点推动价值核算结果进一步进入项目运

营、现金流形成和收益反哺过程,明确水生态产品

清单、资源权属边界、运营权利形态和保护责任,
增强绿色金融支持的持续性。 对于类似广东的市

场运营型地区,应重点强化生态承载约束、准入监

管和收益回流安排,明确经营主体、地方政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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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和生态管护主体之间的收益分配关系,防
止绿色水经济滑向一般滨水商业开发。 对于尚处

于探索阶段的一般地区,可按照“产品清单—价值

核算—权利安排—市场进入—收益回流”的顺序

稳步推进,先明确水生态产品清单和权责边界,再
根据产品属性和市场条件配置补偿、金融和运营

等政策工具。
总体而言,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同步完

善权责配置、收益分配、生态监管、金融风险控制

和公众共享机制。 绿色金融支持不能只依据生态

估值或政策背书扩大授信,还应强化对项目现金

流、偿还来源、运营能力和收益反哺安排的审查;
市场化项目也应保留必要的亲水空间、休闲空间

和公共服务功能,避免公共水域和滨水空间被少

数经营主体排他占用。 通过分类施策和制度约束

相结合,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才能避免简单复制

单一模式,并在生态安全边界内形成与地方资源

禀赋、市场条件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长效机制。
七、结论与讨论

本文围绕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的政府—市

场协同机制,构建了“规则供给—市场转化—收益

反哺”的分析框架,并以山东、广东两省实践为比

较案例展开分析。 研究表明,水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是在生态安全边界约束下,将水生态功能转化

为可识别、可进入市场并可反哺保护的制度化价

值转化过程。 其核心在于将公共生态服务、资源

权益配置和经营收益形成有效连接,使水生态价

值转化能够同时服务于河湖保护、公共服务改善

和绿色发展。
从政府—市场关系看,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关键,在于政府规则供给能否为市场进入创造

条件,市场收益形成能否持续反哺生态保护。 政

府通过边界划定、权利安排和监管约束,为市场主

体和金融机构进入水生态价值转化过程提供稳定

预期;市场则通过资本投入和专业运营,将潜在生

态价值转化为融资能力、经营收入和服务收益。
由此,规则供给支撑市场进入,市场运营形成现实

收益,相关收益再通过制度安排回流至水生态保

护和公共服务改善过程,价值实现机制逐步从局

部探索转向长效运行。 在这一过程中,权责配置、

收益分配、生态监管、金融风险控制和公众共享等

制度安排共同构成长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使市场

转化能够始终服务于生态保护和公共利益目标。
山东和广东案例展示了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两种不同实践路径。 山东路径以规则供给和绿

色金融为主要支撑,提高水生态价值的可识别性

和融资可接受性,后续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支持

进入项目运营、现金流形成和收益反哺过程;广东

路径以绿色水经济和场景运营为主要支撑,将河

湖治理成果转化为经营收益,后续则需要强化权

益边界、生态监管和收益反哺安排。 两类路径无

优劣之分,而是不同资源治理任务、市场基础和产

业条件下形成的差异化协同方式。 未来水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不宜停留在单一工具推广层面,而应

推动规则供给、市场转化和收益反哺相互衔接,形
成更加稳定的制度化运行机制。

本文主要基于山东、广东两省实践进行比较

分析,案例数量和类型仍然有限,对长期运行绩

效、项目层面收益分配、融资偿还来源和生态改善

效果的量化考察尚不充分。 后续研究可纳入更多

流域和地区案例,结合项目层面跟踪资料,进一步

考察水权交易、绿色金融项目、绿色水经济运营收

益和生态保护成效之间的长期关系,以检验不同

路径在更长周期和更多情境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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